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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中助推策略的伦理争议

付春野　 吕小康　 张雅睿

【摘要】在公共政策中，对应用助推策略的伦理质疑可归纳为哲学批判和应
用担忧两个层面。前者批判助推策略妨碍了公众的行为自主性；后者聚焦于分
析助推策略在公共政策应用中的伦理风险，包括不同助推策略引发的不同程度
的伦理风险、助推策略应用结果导致的分配公平问题以及应用助推策略的技术
途径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助推支持者的回应则将助推的伦理问题置身于公共政
策自身所在的伦理脉络中，以消解伦理争议的特异性，并力图证明助推自身具
有伦理价值和能够对伦理风险提供解决途径。在公共政策中使用助推策略时，
通过细分公共政策领域以增进伦理关切，平衡多元群体的不同伦理诉求，并以
公共政策中的伦理框架为理论基础，以及立足中国政策实践开展助推伦理研究，
可使助推在中国公共政策中的应用更具备伦理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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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以助推（ｎｕｄｇｉｎｇ）为代表的行为策略在公共政策中日益占据了重
要地位，并发展出“行为公共管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这一交叉
学科领域，有力地促进了公共政策的行为科学转向（代涛涛、陈志霞，２０１９；
吕小康等，２０１８；吕孝礼等，２０２０；张书维、李纾，２０１８；Ｌｏｄｇｅ ＆ Ｗｅｇｒ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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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Ｐａｕ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作为一个杂糅概念，助推的理论内涵与具体策略仍
在不断发展与演变，其个体行为改变层面的要义在于考虑个体非理性决策的基
础上，使用轻微而隐蔽的干预策略引导个体行为向预期方向改变，如通过食物
摆放位置来促进健康食物的选择倾向、设置默认选项以提高退休储蓄计划的参
与率等（泰勒、桑斯坦，２００９）；而在公共政策的应用层面，对助推策略的基本
共识则是它应区别于政府工具箱中的其他工具，如法律法规、激励或惩罚策略
等（ＧｒüｎｅＹａｎｏｆｆ ＆ Ｈｅｒｔｗｉｇ，２０１６）。

毫无疑问，助推的理想原则是服务公众福祉，并已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其
背后的哲学理念与应用过程仍引发了诸多伦理争议（Ｅｗｅｒｔ，２０２０）。以往研究
较多关注助推能否有效改变行为，但在公众政策中应用助推是否具备道德合理
性同样值得重视（Ｈａｎ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３）。详尽地理解助推策
略所涉及的伦理风险，是确保其得以恰当实施的关键（Ｃｒｏｓｏｎ ＆ Ｔｒｅｉｃｈ，２０１４；
Ｌｅｄｄｅｒ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若缺少道德合理性这一前提，助推的丰硕成果必将因缺
少稳固的道德基石而最终瓦解。

为此，本文拟先概述当前学界对助推策略的伦理担忧，并将之划分为哲学
批判与实践反思两个层面进行论述；再归纳助推支持者对这些质疑的回应，以
明确助推在伦理层面的可接受性；最后就达成助推应用于公共政策实践应具备
的伦理共识提出建设性主张，以期推进学界及公共政策各利益主体的助推伦理
意识，进而为助推策略在公共政策中的应用提供伦理考量框架。

二、对助推的两类伦理质疑

对助推的伦理质疑可分为哲学理念批判和实践策略担忧两个层面。其中，
哲学层面的伦理质疑通常是一种话语批判，其可协商的空间较小，体现了在哲
学层面对助推的坚决反对和摒弃的姿态。另一层面的伦理担忧则更为温和包容，
它们避开了对助推的哲学思辨，聚焦于助推策略在公共政策中的实践，并提供
了一些建设性的主张。以下将对此分别进行归类论述。

（一）对助推干涉个体行为自主性的哲学批判
第一种伦理担忧直接指向助推的哲学理念而非具体政策，主要由持自由主

义哲学立场的西方学者提出。他们普遍支持１９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密尔
（２００５）在《论自由》中提出的“家长制是对个体自由的干涉”的观点，认为
家长制的特点是行动的手段具有操纵性或强迫性，而不是关注行动的结果是否
有利。在他们看来，助推本身所推崇的是“自由主义家长制”（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风格，强调它具有不限制选择以及对决策者自身有利的特征，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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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并未改变“家长制”的本质。例如，Ｈａｕｓｍａｎ和Ｗｅｌｃｈ （２０１０）认为，将
助推定义为“以一种让决策者做出更好决策的方式来影响行为（泰勒、桑斯坦，
２００９）”，这本身就具有误导性，将助推的目标指向“更好的决策”回避了助推
的伦理风险。在批判者看来，助推其实是通过“塑造”（ｓｈａｐｉｎｇ）或“操纵”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决策者的选择而起作用（Ｖａｌｌｇａｒｄａ，２０１２；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３），
这种操纵必然以干涉决策者的自主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为代价。

批判者还指出，助推虽一直强调实现“更好的决策”，但这种“更好的决
策”可能并非来自于决策者本人。如Ｗｈｉｔｅ （２０１７）提出，若确如行为经济学
家所言，人类普遍存在非理性的认知偏差或认知局限，那么基于理性偏好所形
成的公众福祉的基础也同样可疑。诸多关于偏见的研究已表明，即使理性偏好
真实存在，也难以准确识别，因此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实际上总是替代了公众的
决策（Ｒｉｌｅｙ，２０１７；Ｗｈｉｔｅ，２０１７）。更何况，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并不总是与个
体偏好相一致（Ｈｅｒｔｗｉｇ ＆ Ｒｙａｌｌ，２０２０）。例如，政策制定者是否知道公众的具
体目标、是否知道目标在公众中的分布情况以及是否比公众更不容易出错等问
题都值得反思。为此，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公众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
手段的选择则应由公众自己决定，而助推恰恰违反了这一基本要旨（Ｇｒüｎｅ
Ｙａｎｏｆｆ ＆ Ｈｅｒｔｗｉｇ，２０１６）。

对高度重视个体自主性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公共政策最应努力促成的结果
是遵守并提升行为的自主性，这体现了个体对自身的评价和决策的控制力，即
自主形成自身的信念、态度和决策。而助推只是实现了对规范的遵从，但未达
到规范的内化（Ｍｏｌ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这不仅妨碍了个体自主性，还剥夺了理性
个体自主认识并纠正自身行为偏差的机会。其远期后果是抑制个体的思考或反
思能力，妨碍其随着决策学习过程而变得更为理性（Ｒｉｚｚｏ ＆ Ｗｈｉｔｍａｎ，２０１９；
Ｖｕｇｔ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例如，本想控制体重的人在超市购物时自然会有意识地避
开高热量食物的货架通道，但精心设计的助推策略反而减弱了个体对自身决策
的控制程度（Ｄｗｏｒｋｉｎ，２０１９）。

简言之，此类伦理批判将个体理性与自主性置于不可侵犯的哲学高地，并
由此立论抨击助推对个体自主权的限制，反对基于助推的公共政策，支持传统
的公共政策。在他们看来，公众虽然不一定对传统公共政策感到满意，但仍可
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政策的影响（Ｈａｕｓｍａｎ ＆ Ｗｅｌｃｈ，２０１０；Ｗｅｂｅｒ，
２０１７），仅凭“知情权”这一点就足以认定助推在伦理价值层面上处于劣势。
可见，在此视角下助推天生即有“原罪”，助推是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
主义传统的多重背叛。这些伦理批判旨在维护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基石，代表了
一种保守主义的公共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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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实际助推策略的伦理担忧
按关注点的不同，此类伦理担忧可划分为不同助推策略的伦理风险、助推

的应用结果以及技术途径的伦理考量这三类。它们之间可能有部分的重叠，但
每种类型的主要质疑点并不相同，仍可进行相对独立的阐述。
１ ． 不同类型助推策略对应不同程度的伦理风险
助推策略的类型划分有多种可行方式。其中，以下两种划分方法主要以助

推在公共政策应用中的伦理风险为出发点，考虑不同类型助推策略所对应的伦
理风险程度的差异。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４）提出，可根据助推策略对个体自主性的干涉程度，将助推
策略划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助推（ｆｉｒｓ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ｎｕｄｇｅｓ）通过提供简单的信息或
提醒来改善决策，如香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标签；它是在反思层面
上进行的，对自主性的干涉最小。第二级助推（ｓｅｃｏ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ｎｕｄｇｅｓ）建立在对
行为或自主性限制的基础上，以促使个体的决策偏向公共政策所预期的方向，
如在默认选项中设置为默认同意器官捐赠。它依靠人类的习惯来推动决策，由
于个体的行为或自主性的限制会导致其在非理性层面接受这种助推，因此第二
级助推对个体自主性的影响高于第一级助推，但个体在反思后仍可意识到助推
的实施并评估其影响。第三级助推（ｔｈｉｒ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ｎｕｄｇｅｓ）涉及行为的操纵与动
机的塑造，并威胁到个体偏好，如在香烟盒的设计上，用吸烟可能引发的消极
健康后果的恐怖图片来唤醒个体对吸烟的恐惧情绪。它阻碍了个体独立思考的
能力，且个体较难通过反思而察觉。据此，Ｒｕｅｈｌｅ等（２０２１）提出，第一级助
推可被广泛允许使用；第二级助推更类似于默认的社会规范，且提供给公众选
择权，但类似默认选项这种策略也存在“忽略退出”的风险，因此它需谨慎使
用；第三级助推存在对行为的操纵且无法通过其他策略抵消这种消极影响，应
被严格限制。

另外，Ｈａｎｓｅｎ和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３）根据卡尼曼（２０１２）双加工理论中对系
统１和系统２的区分，将助推分为第一类助推（ｔｙｐｅ １ ｎｕｄｇｅｓ）和第二类助推
（ｔｙｐｅ ２ ｎｕｄｇｅｓ）。前者通过影响系统１的自动思维来改善决策，而不涉及系统２
的反思思维；后者则以影响系统２的反思思维为前提来改善决策。也就是说，
第一类助推只影响行为而无须思考，而第二类助推是审慎思考后的结果。在此
基础上，Ｈａｎｓｅｎ和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３）又引入透明性（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的概念。透明
性指让公众意识到助推的存在和目标，并促使公众理解助推为什么以及如何影
响其决策（Ｌｏｅｗ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结合助推层级和透明与否，可将助推交
互分为四种类型：无透明性的第一类助推（如默认选项）、有透明性的第一类助
推（如用线索提示吸引注意）、无透明性的第二类助推（如改变信息框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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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透明性的第二类助推（如提供健康建议）。Ｈａｎｓｅｎ和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３）认为，
有透明性的第一类助推引导自动化的行为，有透明性的第二类助推激发反思性
的行为，两者均不存在伦理风险；而无透明性的第一类和第二类助推则会操纵
行为，因此存在伦理风险。

这些伦理担忧主要通过对助推类型的理论划分而指出哪些类型的助推应得
到伦理许可，但尚未达到可指导伦理实践的成熟水平。另外，助推类型的划分
方式也存在一些争议。例如，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４）的第一级助推虽然较少干涉自主
性，但是提供警示信息这种干预策略是否可称为“助推”仍有异议。总的来说，
这些伦理思考将问题聚焦于具体的助推策略，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解决
空间，如强调增加透明性可增进公共政策的道德合理性。
２ ． 应用助推导致的分配公平问题
助推策略得以流行的基本背景是应对传统公共政策的部分失灵，其有效性

一直是助推备受青睐的首要原因。但随着助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所可能引
发的负面后果也开始得到重视，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分配公平（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问题。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１８）提出了“防推”（ｎｕｄｇｅｐｒｏｏｆ）的概念，意指公
众中特定群体是不受助推影响的；或者说，同一种助推策略不可能对所有群体
都同等有效，对某些群体来说它其实具有隐性成本，即实现助推目标的“努力
税”（ｅｆｆｏｒｔ ｔａｘ）更高。例如，通过摆放位置促进健康食物购买的助推策略虽对
部分群体有更多的收益，但对贫困人群来讲，食物的价格仍比摆放位置更能影
响其购买行为。助推的提出者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２１）也意识到分配公平问题会使助推
的效果无法具有普遍性，如默认登记这一助推策略虽会提高退休储蓄计划的参
与率，但也可能使低薪工作者的生活状况更糟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满足当
下的生活需求其实更为迫切。因此，如果助推不能给贫困人口、老年人和残疾
人等特定群体带来收益，这种风险就尤其令人担忧：只助推优势群体，却将弱
势群体的利益抛置身后，有可能加剧不平等或创造新的不平等，这显然与助推
立足于公众福祉的目标背道而驰。

这种伦理考量进一步揭示了助推应用于公共政策时的伦理复杂性。通常而
言，公共政策的设计应遵从帕累托优化（ｐａｒｅ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原则，即在没有使
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助推往往能满足这一点，
但这仅是从政策执行效率的角度论证它的伦理合理性。若将政策的伦理价值置
于多元价值的思考框架中，就难有某种单一价值观能够具有支配地位。如此，
也无法将政策的伦理合理性完全归因于其执行效率，而需兼顾其他价值诉求。
其实，即使满足了帕累托优化，深层的不平等也会违背分配公平（Ｃｏｈｅｎ，
２００８）。而且，帕累托优化本质上与公平无关（Ｑｕｏｎｇ，２０１０），一旦特定群体
无法享受助推所带来的福利，助推的应用就会加剧社会不平等，这就构成了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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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应用于公共政策的最根本挑战。为此，当政府决定采用特定助推策略服务于
公众时，需格外重视特定群体无法受益的问题。
３ ． 助推技术途径中蕴藏的伦理风险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助推借以施行的技术途径也愈发多样，相关伦理风

险也随之产生。在网络时代，基于大数据的助推策略已普遍应用于社会生活。
政府或相关组织已愈发便利地使用这一技术，以实现获取个体信息、了解个体
偏好、提供定制化的助推（Ｓｔｒａ，２０１９）。为此，有研究者提出了“数据助推”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ｕｄｇｅｓ）的概念，特指通过数据环境的预先计算来实现塑造公众决策与
行为的一系列算法治理策略（Ｓｃｈüｌｌ，２０１６；Ｓｔｒａ，２０２０；Ｙｅｕｎｇ，２０１７）。数
据助推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微助推（ｍｉｃｒｏｎｕｄｇｅｓ）或隐式助推，如点赞；二
是显式助推，如在屏幕上弹出助推信息等（Ｐｅｔｒａｋａｋ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但是，数据助推的流行也催生了新的伦理问题。大数据的信息获取过程具
有不可避免的强迫性：一是信息收集通常是隐秘的，其工具和技术对被采集者
而言并不透明，因此具有侵犯个人隐私的风险（Ｇａｎｄｙ ＆ Ｓｅｌｅｎａ，２０１９）；二是
公众对大数据的贡献并非总是自愿，且退出大数据往往会给个体带来高昂的经
济成本和社会成本（Ｓｔｒａ，２０１９）。此外，数据助推通常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
操纵性，它依靠低透明性、高复杂性和高自动化的系统来实现助推，其实已经
把“助推”变成了“强推” （Ｓｔｒａ，２０２０）。甚至有研究者将数据助推称为
“超级助推”（ｈｙｐｅｒｎｕｄｇｅ），因为与早期的助推相比，数据助推由于其网络化、
持续更新、动态化和普遍性等的特征，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强制性（Ｙｅｕｎｇ，
２０１７）。

这一方面的伦理担忧主要来自于实现助推的技术途径。新技术途径将助推
的伦理争议延伸到其他领域，它们通常涉及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与个体隐私保护
之间的复杂博弈。而有效的隐私监管本身存在两难：它不仅要使公共和个人监
管系统切实透明，还须为相关主体的管理实践保留空间（Ｃｏｈｅｎ，２０１３）。助推
技术途径本身蕴含的伦理风险，构成了助推伦理考量的外延部分，并将随着助
推技术与实现方式的演变而不断更新。

三、助推支持者对伦理质疑的已有回应

对前述质疑，许多助推的支持者已作出了回应，认为将助推应用于公共政
策并不存在伦理风险或可通过适当方式解决，并试图论证助推具有可接受的伦
理价值（ｅｔｈ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ｙ）。本部分拟对助推策略伦理交锋的正反两方做
一结构性梳理，内容框架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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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公众政策中助推策略的伦理质疑与回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强调助推伦理质疑的既有性而非新生性
助推的提出者早已预料到助推对个体自主性的干预并进行过辩解。泰勒和

桑斯坦（２００９，２５４ － ２６８）指出，政府和组织不可避免地在公共政策中承担着
“建筑师”的角色，其许多强制性的政策必然影响公众选择。实际上，在法律与
政策领域，不管这些规则是否叫做“助推”，这种机制都随处可见，它们几乎和
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桑斯坦，２０２１：３）。因此，公共政策对公众自主性的限
制其实古已有之，而非新事。如此一来，相关的伦理争议自然也非助推所独有。
由于政策制定者必然要发挥其管理职能，一定程度的“操纵”或“塑造”公众
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助推的这种伦理质疑其实并无意义。

与传统政策相比，基于自由主义家长制的助推策略更为温和且更具非干涉
性。在Ｏｓｍａｎ （２０１６）看来，这一策略的实质是某种行为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
国家只是提倡以某种价值观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但仍保留公众不这样做的权利。
例如，通过改变选择架构来促使环保行为比其他行为更容易实现，但这并未减
少个体可采用的选择集（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２０１７）。同时，“自主性不可干涉”的观点
是基于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并未考虑到人类社会的公共性。在面临全球
变暖等具有紧迫性的全球性问题时，重要的不是说服公众改变价值观（价值观
本身很难改变），而是促使公众做出更加理性的行为（Ｎｒｎ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此时，沿用尊重个体自主性但于事无补的传统公共政策反而应该被认为是不道
德的（Ｃｏｏｋｓｏｎ，２０１３）。

这一回应思路的实质是将对公共政策中助推策略的伦理质疑置于公共政策
本身具有的伦理问题中，强调两者之间的同质性而非异质性。由于公共政策本
身并非纯粹的理性技术，而是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的结合体，具有内在的伦理

·５８１·

公共政策中助推策略的伦理争议◆



属性（刘舒杨，２０２０）。因此，这种回应有其合理性。尽管如此，公共政策本身
的伦理争议与助推在公共政策应用中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仍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
题。如前所述，助推的部分伦理风险来自其创新性的政策目标的实现途径，而
公共政策本身的伦理问题则更聚焦于政策目标自身的道德合理性。因此，仍需
要从其他角度对前述伦理质疑作出更多的回应。

（二）增加透明性以降低伦理风险
实践层面的一种伦理担忧来自于部分助推策略因缺乏透明性而具有伦理风

险。有不少助推支持者认为，若能确保助推的透明性，助推对自主性的威胁就
会小很多（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５）。但是，增加透明性可能会削弱助推效果。因此，
支持者开始寻找助推可以既有效又透明的证据。例如，有研究通过引入默认项
来助推碳减排，并设置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透明性，包括说明默认项的潜在影响、
说明默认项设置的目的和同时说明上述两者，结果发现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透明
化措施均未增加参与者的心理阻抗，也未降低助推效果（Ｂｒｕ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这表明助推可以是透明且有效的。另有网络安全决策研究在实验中对比了只提
供基于助推的干预策略与提供助推和理性信息结合的干预策略，结果发现助推
与理性信息相结合的干预策略比单纯的助推更有效。这说明理性信息不仅增加
了助推的透明性，还提供了教育功能（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 Ｒｅｎａｕｄ，２０２１）。还有研
究检验了增加透明性是否会削弱默认参加卫生保健系统内学习活动的干预效果，
结果发现默认参加增加了选择参加学习活动的人数，且在明确告知默认选项的
设置后，参与者也未改变之前的选择（Ｄｒａｎｓｅｉｋａ ＆ Ｐｉａｓｅｃｋｉ，２０２０）。另有实验
发现，默认选项助推和透明性信息均可提高政策依从性，但在二者结合使用的
条件下效果最好（Ｐａｕｎｏ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以上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提高透明性有助于缓解伦理质疑，但
这一方式能否推广至所有助推策略仍有疑问。其实，并非所有助推策略都可同
时做到透明且有效。如有研究发现，在应用社会规范的助推策略时，公开社会
规范的作用（告知参与者：“请注意，向您提供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为了影响您的
决策。因为研究表明，人们会受到他人的行为和信念的强烈影响。”）会抑制助
推效果（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ｃｚＲｅｚｎｉｃｈｅｎｋｏ ＆ 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ｃｚ，２０２１）。因此，透明化虽可降低
助推的伦理风险，但其作用范围仍有局限。

（三）强调助推的实际效果以论证其伦理价值
第三种回应立足于助推的实际效果来论证助推具备可接受的伦理价值，这

一部分可与助推可能因分配公平问题引发负面结果的质疑相对应。首先，传统
政策在特定领域存在失灵的情况，而在这些失灵的领域中，助推提供了较佳的
解决方案。如在饮食、运动以及环保等领域，由于公众的行为习惯已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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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众心中，且深嵌于文化风俗和价值理念中，不是信息触发或简单纠正就能
够预防的一次性事件，也不是对自身行为进行理性思考后的结果，而只是一种
习以为常的行为习惯。此时，理性评估并不能驱动更好的决策（傅鑫媛等，
２０１９；Ｋｅｌｌｙ ＆ Ｂａｒｋｅｒ，２０１６）。像在日常健康行为中，人们通常重视当下的愉悦
感（摄入高热量食物），这既具有生理上的必然性，又与各地的饮食文化高度相
关，通过理性说服很难达到控制热量摄入的效果。而类似将健康食物摆放在更
加便利的位置等的助推策略则可避开这些阻力而有效地促进健康行为。因此，
助推改进了公共政策的具体细节，提高了公众的政策遵从性并带来了更有效的
结果（Ｐａｕｎｏｖｅｔａｌ ，２０２０；李燕等，２０２１）。这些都应被视为助推具有合理性的
理由（Ｈａｌｐｅｒｎ，２０１５）。

其次，助推具有促进政策公平的潜力。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领
域知识较少和计算能力较差的消费者更容易受到助推的影响，进而能够作出有
利于自身或社会的行为决策（Ｍｒｋｖ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从这一视角来看，助推并未
助长不平等，还可削弱不平等。此外，如果助推的目的在于对抗其他形式的操
纵，那么采用助推也可视为是合乎道德的（Ｄｉ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ｏ，２０１２）。例如，向公众
提供关于酒精危害性的图片助推信息，可解释为是为了抵抗来自酒厂的资金更
充足、更具诱惑力的广告对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的操纵（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３）。这种
助推有益于抵制工商业领域不合乎伦理道德的助推策略，因此具有伦理正当性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５）。

上述内容反映出助推伦理价值的支持者和质疑者之间所看待问题的立场差
异，且双方均可拿出证据以支持自身观点。这种辩论虽难达成完全共识，但仍
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助推的优势及其局限。

（四）设计具有价值敏感性的数据助推形式
传统助推和数据助推的区别在于后者所应用的数字环境的动态性、信息化

和自动化，导致适用于传统助推伦理困境的解决方法可能在数据助推的背景下
效力不足。为此，还需进一步开发适用于数据助推伦理风险的解决途径
（Ｉｏａｎｎ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这首先要求政府或相关组织在收集和使用数据来实现
助推时，需充分认识到数据自身的公共属性（Ｐｒａｉｎｓａｃｋ，２０２０），确保数据助推
符合正确的价值观。例如，近年来“社会公益型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ｏｄ）的理念不断被提及，提倡以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社会问题（Ｈａｇ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依据这一理念，数据助推应遵循自主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ｙ）、预防伤害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ｒｍ）、公平（ｆａｉｒｎｅｓｓ）和可说明性（ｅｘ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四种基本价值
观（Ｕｍｂｒｅｌｌｏ ＆ ｖａｎ ｄｅ Ｐｏｅｌ，２０２１）。这些价值观可扩展为一系列具体的伦理规
范，如助推效果应具有可证伪性，并验证其实验室效度和生态效度；确保其他
干扰变量不会扭曲助推效果；建立基于用户的情境化决策系统，了解用户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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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尊重用户忽视或修改助推的权利；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论据为用户提供解释，
确保助推的目标为用户可知；保护用户隐私；等等（Ｆｏｒｉｄ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在这些伦理规范的指导下，数据助推的实践可采用“价值敏感化设计”
（ｖａｌｕ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作为原则性的指导方法，即在整个设计过程中体现对个
人价值的综合考量（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以避免伦理风险。Ｃａｐａｓｓｏ和
Ｕｍｂｒｅｌｌｏ （２０２２）以亚马逊Ａｌｅｘａ的医疗保健系统的案例来说明如何使用这一设
计来指导数据助推。例如，在保护用户隐私的伦理规范下对用户数据进行匿名
化处理，如此可将更抽象的价值观通过伦理规范转化为实际的设计需求，以降
低数据助推的伦理风险。

当然，这种设计原则及伦理规范也为数据助推设置了严苛的执行标准，从
而增加了技术落地的难度。此外，实践层面的设计需求总是因时因地而不同，
因此任何设计案例都不能为其他数据助推策略提供详尽的模板，而只是为实现
共同的目标打开了设计上的想象空间（Ｃａｐａｓｓｏ ＆ Ｕｍｂｒｅｌｌｏ，２０２２）。

四、建立助推伦理共识的可能途径

在遵循恰当伦理指导的前提下，助推可以成为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有效工
具（Ｇｒｉｌｌｉ ＆ Ｃｕｒｔｉｓ，２０２１）。但助推的伦理争议仍将伴随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
与评估的全过程。这种争议应被视为一种社会协商的过程，视之为合理的担忧
而非绝对的反对（Ｅｎｇｅｌｅｎ，２０１９），从而不断反思公共政策的本质及其实现方
式。只有在不断积极地回应公众及学界的伦理诉求和质疑的过程中，助推策略
才能以更得人心的方式取得并巩固其政策实践效果。以下将对缓解助推伦理争
议的可能途径及其在中国情境下的应用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思考与建议。

（一）细分公共政策领域推进伦理关切
前文虽已提及缓解伦理争议的探索性尝试，但其内容主要来自于研究者对

助推的伦理思考，尚未涉及“被助推”对象自身如何看待助推等关键内容。根
据张书维和李纾（２０１８）总结的“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行为公共
管理应聚焦于政府行为过程和公民体验两大领域。因此，公众对助推的态度理
应构成伦理争辩的关键部分。

近年来，研究者已经就公众对助推应用于公共政策中的态度开展研究。已
有研究表明，助推应用于公共政策中可能获得较高的公众支持（Ｅｖｅｒ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Ｊｕｎｇｈ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Ｋｒｉｓ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但这一结论尚需结合应用
领域因素细加考量。其实，公众对不同领域的助推策略的接受度并不相同。总
体而言，公共健康和安全领域的助推最容易被接受（Ｊｕｎｇｈａ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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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即使是同一种助推策略，其公众接受度也存在领域差
异。有研究比较了默认加入在器官捐献、碳排放和退休储蓄三个领域的接受度
差异，结果发现在器官捐献和退休储蓄这两个领域，参与者认为默认加入比选
择加入更有实际和社会效益，但在碳排放领域则并不认可（Ｙａｎ ＆ Ｙａｔｅｓ，
２０１９）。还有实验研究发现，当要求参与者以第三方视角来评判一个虚拟人物进
行注册器官捐献登记的自愿程度时，参与者认为默认加入和强制加入同样是非
自愿的选择（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这一结果体现了器官捐献领域的特异性，也提
醒研究者在一些特定领域下公众对助推的态度并不统一。还有研究对比了助推
在不同健康领域的接受度差异，结果发现在烟草、酒精和高热量零食的消费中，
参与者对烟草消费中的助推策略接受度最高（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这都表明
助推在不同公共政策领域应用中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伦理风险。

虽然公共政策的统一目标是改善公众福祉，但从公众自身的视角来讲，公
共政策仍可区分为“利己（如健康）”“利他（如捐赠）”和“利众（如环保）”
三种类型。有实验研究发现，当为满足基本需求时，公众更倾向于强制性传统
政策；但当涉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时，公众则更倾向于基于助推的自由家长式
干预（Ｔｒｅｇｅｒ，２０２１）。这说明公众对不同消费品的伦理立场是影响助推接受度
的重要因素。此外，不同领域的公众动机和道德义务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公
众虽有保护环境的道德义务，其动机水平却往往较弱（Ｍｏｓｅｒ，２００７）。这会导
致不同领域的伦理争议在关切形式和关切程度上存在差异。这些内容都应包含
在伦理考量的基本框架中，为政策制定者在思考、设计和执行某一项助推策略
时提供参照，以增强助推的伦理正当性。

（二）平衡多元群体的不同伦理诉求
现实社会问题通常无法通过单一治理工具解决，需要不同治理工具的有效

组合。而研究者为更鲜明地表明立场，往往会突出自身观点的特异性、单一策
略的有效性而忽略了公共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如前述的“助推的结果是助长还
是削弱不平等”这一问题，双方均可发现支持自身立场的实证证据。以公共健
康领域为例，通过将健康食品放置于“可得性”更强的位置，的确可以促进购
买健康食品的行为，但前提是个体本身具有购买健康食品的意愿与支付能力。
而针对健康素养较低或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来讲，这种助推策略显然就无法发
挥作用。当公众本身对助推的行为目标持有抵触态度时，助推甚至还会起到反
作用（Ｄｅｗ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实际上，根据默认选项助推效应的元分析结果还
发现：默认选项设置的助推效果受到情境领域的影响，其在金钱情境下的助推
效果最好、环境情境次之、健康情境下的效果最弱（赵宁等，２０２２）。这提示健
康助推策略在健康行为的干预策略中只能扮演辅助角色。

为此，应更为客观地看待助推在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也要全方面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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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差异和公众需求。例如，当今世界有很多国家面临低生育率问题，个体层
面的助推策略可能仅对部分群体发挥微弱的效果，而国家降低生育成本并提供
相应的福利政策才是提高生育意愿更恰当的政策途径。此外，助推也应该加强
与理性教育等政策途径的结合。在这方面，助力（ｂｏｏｓｔ）可与助推形成良性的
互助关系。与助推将重心放置于目标行为不同，助力着重于公众的认知改善和
能力培养（ＧｒüｎｅＹａｎｏｆｆ ＆ Ｈｅｒｔｗｉｇ，２０１６）。两者的结合可在适用的政策情境下
充分发挥效用，共同促进公共政策的合理完善（张书维等，２０１９）。这也可避免
部分群体因知识匮乏等因素难以被助推策略“推动”，进而不能享受助推的收
益，并助长群体间的不平等。因此，由政府、权威机构与专业人士联合进行的
政策沟通、健康教育、科学普及和素养提升等内容，仍是确保公共政策目标得
以实现的关键步骤。此外，正确认识助推在公共政策中的位置及其与理性教育
的兼容性关系，也可缓解助推质疑者的伦理质疑（Ｈａｎｓ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这一立
场可承接之前提出的将助推问题的伦理争议置于公共政策自身的伦理争议中，
使质疑者和公众更为全面地意识到伦理问题自身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从而避免
将早已有之的伦理问题归结于助推策略引发的新问题。

（三）融入公共政策自身的伦理框架
有学者指出，公共政策的本质是规范统一性的，助推基于个体性的研究往

往忽视了公共政策的普遍性行为机制（景怀斌，２０２１）。这一批判虽然并非指向
助推在公共政策应用中的伦理问题，但却为缓解助推的伦理争议提供了有益的
思路。作为连接价值规范与社会事实的治理工具，几乎任何公共政策都涉及伦
理问题。因此，助推的伦理问题应融入公共政策领域现有的伦理框架中加以解
决。这不仅可为助推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宽广的思维框架，也有助于进一步
完善公共政策伦理理论。

以助推应用较为广泛的公共卫生领域为例。公共卫生伦理学大量借鉴了伦
理学和生物伦理学开发的伦理工具，并创建了不同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实践。这
些理论多数规定需在尊重个体自主性、预防健康风险及促进健康义务之间取得
平衡（Ｂａｕ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Ｊａｆｆｅ ＆ Ｈｏｐｅ，２０１０）。例如，为使理论框架具有实际
应用性，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Ｎｕｆｆｉｅｌ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致力于在公
共卫生伦理问题的讨论中增加社会层面的内容，如在哪些群体或子群体中寻求
平等（Ｌｅｅ，２０１２）。另有学者（Ｔｒｏｎｔｏ，１９９３；Ｔｒｏｎｔｏ，２０１０）提出关怀伦理理
论（Ｃａｒ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该理论以政策制定或施行者与公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为基础，即承认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权力、资源或知识，而另一方则依赖其
获得利益，如父母与子女、医生与患者和教师与学生等（Ｅｎｇｓｔｅｒ，２０２０）。关怀
伦理理论提出应以“关注（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ｎｅｓｓ）”“响应（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责任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和“胜任力（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为核心进行互动（Ｔｒｏｎｔｏ，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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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公共政策伦理理论与助推的伦理争议密切相关，这些理论和指导框架都可
为助推在公共政策中的伦理应用提供实践思路。

（四）立足中国国情探索推进助推的伦理研究与干预实践
助推的伦理争议应超越非此即彼的哲学争辩，而回到政策实践中求得最优

解。当前，关于助推在公共政策中的伦理可行性的实证研究大多基于西方政治
体制或文化背景，尚缺乏在中国公共政策应用中伦理问题的系统性关注。但是，
不同国家具有其特殊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公众对自身自主权的重视程度以
及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等都存在较大差异。Ｓｕｎｓｔｅｉｎ等（２０１８）在调查中发现，中
国公众对助推应用于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均表现了极高的热情。这可能源于中
国公众的高政府信任，因此赞成政府的大部分政策；也可能由于中国公众较习
惯硬家长式干预政策，因此更青睐助推这种自由主义家长式的干预模式（黄湛
冰、刘磊，２０２０）。此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于隐私权和自主权的重视程度通
常不如西方社会，这在手机ＡＰＰ信息采集或公共场合的摄像头安装等领域已有
充分体现，使得中国公众可能并不热衷于讨论知识界看重的自主性问题，而更
关心与其现实物质利益更密切相关的主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公众不关
心伦理问题，而只是说明他们关心的伦理问题具有不同的价值序列与实现形态。
如不能充分理解中国社会自身的伦理基础，在解决社会痛点、难点问题时就难
以发挥助推策略应有的“以小博大”的优势。

当前，已有较多研究基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开展关于助推效果的实证检验，
比如生育意愿（张书维等，２０２１）、健康饮食（耿晓伟等，２０１８）、善款捐赠
（樊亚凤等，２０１９）、器官捐献（黄元娜等，２０１８）等。这些研究的关注点仍集
中于“助推能否有效改变行为”的效率层面，而非“助推是否具备道德合理
性”的伦理层面。同时，对助推效果的验证还多停留于小范围研究而未真正进
入公共政策领域，尚未完成从实证研究到政策实践的转化，因而也未真正触及
政策执行过程引发的切实伦理问题。此外，元分析研究还发现，基于默认选项
效应的助推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效果好于其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效果（赵宁等，
２０２２），这其中伦理因素扮演何种角色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为此，可先探讨将助推策略应用于公共政策时可能引发的伦理争议，分析
其中的影响因素并尝试提出解决建议，从而为可能的政策推行提供借鉴。而在
此过程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应结合公众视角或常人视角（ｌａ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而非专
家视角或政府视角来理解其中的伦理关切，从而更全面地发现伦理交锋和政策
执行阻碍的潜在根源。这样才能形成中国学者对助推伦理问题的独特贡献。此
外，应加强中国背景下关于公共政策伦理问题的实证研究积累，可首先从当前
发表的大量行为公共管理学实验（参见李晓倩，２０１８）为依据，从其研究领域
和研究设计方面进一步归纳中国式助推的相关伦理议题，并采用实验、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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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元分析等验证公众自身的伦理立场对助推效果的实际影响（参见Ｌｅｍｋｅｎ，
２０２１；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Ｎｉｌｓ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从而超越抽象的哲学思
辨、积累更为扎实的经验依据。在此基础上，可适时地寻找可能的政策领域与
推行契机，结合中国自身的试点经验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实践，以形成切实
的政策影响力，从而为相关伦理争议的解决提供具有现实说服力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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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书维、李纾（２０１８）． 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 公共行政评论，１１：７ －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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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宁、刘鑫、李纾、郑蕊（２０２２）． 默认选项设置的助推效果：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心理科学进展，３０：１２３０ －１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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